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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粮食生产与边防安全 （１９５１—１９６５）

关浩淳

　 　 〔摘要〕 　 粮食生产关系社会民生， 也影响国家安全。 和平解放前， 西藏高寒的自然地理

环境、 落后的生产技术， 严重制约了农业发展， 造成粮食生产能力低下， 过度依赖与周边国家

和地区的贸易， 影响到国家独立和主权。 为扭转粮食短缺局面， 和平解放后， 人民解放军和驻

藏机关单位发起开荒生产运动， 积极引介内地农业生产技术， 有力推动了西藏耕地面积的增

加、 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 对于缓解内地粮食输入压力， 保障西藏粮食供应， 扭转边民在外贸

中的不利地位， 推动社会稳定、 巩固边防安全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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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以食为本， 粮以安为先。 粮食安全不仅关系人民的生产生活， 也影响着社会稳定、 经贸发展和国防安全。 西藏作

为我国重要的边防前沿， 与印度、 尼泊尔、 不丹、 克什米尔等地接壤， 是通往南亚和印度洋的孔道， 战略位置极其重

要。 长期以来， 受高原自然地理环境制约， 西藏农业发展滞后， 生产技术原始， 粮食生产能力低下， 不仅限制了人口发

展， 也制约着国防军事建设， 影响到国家主权和安全。 和平解放后， 随着农业新技术、 先进生产经验的引入， 西藏粮食

生产效率不断提高， 可耕地面积增加， 粮食生产能力大幅提升， 为社会稳定、 经济发展、 边防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 目

前， 学界关于西藏粮食生产的研究和论著主要集中在农业经济、 科学技术等方面①， 多是从农业或技术发展的角度开展

讨论， 对西藏近现代粮食生产发展史、 新中国初期西藏粮食生产等问题鲜有专门研讨， 尤其鲜有学者将粮食生产置于西

藏和平解放初期的特殊国际国内政治社会背景下， 结合其与国家政治、 边疆稳定的关系做深入综合考察。 有鉴于此， 本

文拟以社会历史调查、 统计年鉴、 方志报纸等资料， 围绕西藏和平解放初期粮食生产及其对边疆政治社会的重要作用等

问题， 揭示现代粮食生产与国家政治、 边防建设的重要关联， 展示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党和国家巩固边防的努力。

一、 西藏和平解放前后的粮食生产、 供应与边防

西藏位于青藏高原之上， 农业带有典型的高原性特点。 因海拔高、 日较差大、 积温少、 地气寒薄等原因， 西藏可耕

地稀少， 耕地 （毛） 面积约占总面积 ０. ３９％ 。②从分布看， 西藏可耕地集中于河谷地带， 尤以拉萨河谷、 年楚河谷、 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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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平原等地垦殖程度高， 个别地区达 ９０％以上， 而广大高寒及峡谷地带， 可耕地少。① 且因农奴逃亡， 大量耕地被抛

荒。 例如昌都地区和平解放前， 实际播种面积仅占当地总面积的 ０. ５％ ， 可耕地面积 （含休闲地） 占全区总面积的 １％ ；
桑昂曲宗 ８０％以上耕地任其荒芜。② 农作物方面， 西藏长期以青稞、 小麦、 豌豆等 “喜冷凉作物” 为主， 青稞尤为普

遍③， 几乎占全部农产品的 ７ ／ １０， 小麦、 大麦、 豌豆、 荞麦等作物 “亦有出产”， 但 “为数甚少”， 例如豌豆约占全部农

作物的 ２ ／ １０， 其他杂粮约占 １ ／ １０。④ 另外， 西藏气候复杂多变， 加之农业技术落后、 水利灌溉困难， 导致粮食单产低。
据载， １９５２ 年西藏播种面积 ２０２. ３ 万亩， 粮食产量仅 １５. ５ 万吨， 平均单产 ８０. ３ 公斤， 人均粮食 １３５. １ 公斤； 具体到拉

萨、 山南等传统农业区， 单产一般仅四五十公斤； 日喀则、 江孜的上好田地， 亩产不过七八十公斤， 至于下等土地， 亩

产仅二十多斤， 有时 “连种子都收不回来”。⑤ 以种子与收获比折算， 昌都土质好的地块是 １∶ １２—１５， 普通地为 １∶ ４—８；
一般水地为 １∶ ４—８ 倍， 旱地则是 ３—７ 倍。⑥

西藏粮食产量低， 长期难以满足人民需要， 致使 “一切食用物件， 全赖外番”。⑦ 和平解放前， 吉隆每年从尼泊尔

进口粮食 ３０ 余万斤。⑧ 和平解放初， 西藏经聂拉木、 吉隆、 普兰等口岸每年进口粮食分别为 １０５ 万千克、 １５ 万千克、 １０
多万千克， 其中 １９５４—１９５６ 年从印度进口的大米、 面粉年均 ２００ 万千克左右。⑨ 不丹的大米过去主要出口亚东和帕里等

地， 平均每年 １０００ 驮 I0， 即使在实施西藏粮食封锁禁运的 １９５０ 年也有 ７５０ 驮； 至于经阿里、 亚东两地进口的粮食， 据

学者估计， 每年约有 ３５００ 多吨。 I 阿里长期与印度、 尼泊尔、 克什米尔等地贸易， 购买 “青稞、 大麦等食粮” 和杏子粉

（酸面）、 杂食等， 销售皮毛、 盐巴以及野牛皮等土特产品。 I2 因粮食依赖进口， 西藏长期缺乏商品定价权， 在外贸中处

于不利地位。 以盐粮贸易为例， 阿里的札达宗与印度贸易时盐粮比价长期为三驮盐巴换一驮大米或两驮杂粮， 两驮盐巴

换一驮荞麦面。 I3 有时甚至 １２ 换 １， 即 １２ 升盐巴换 １ 升青稞， 差价之大令人瞠目， 即便如此， 交易获得的陈粮还常被掺

假。 I4
粮食供应问题的存在， 严重制约着西藏社会的稳定， 影响到国家主权和国防安全。 就国内而言， 一方面， 增加了人

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难度。 为解决粮食问题， 中央军委训令 １４ 军 １２６ 团与骑兵支队分别由云南和西北军区负责粮食补

给， １８ 军入藏所需粮食 “以组织牦牛、 汽车等运输为主”， 部分在途中收买， “不足数则由西南空司负责组织空投及其

他方法解决之”。 I5 粮食缺乏等困难导致解放阿里的骑兵支队， “一百五十人中大部分病倒”， “六十余人先后牺牲”。 I6
另一方面， 造成驻藏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工作的被动。 一些上层贵族企图封锁粮食向解放军施压， 通过抬高粮价、 限购粮

食逼迫解放军撤离， 甚至公开叫嚣 “把解放军饿跑”。 一些贵族不仅不执行帮助采购粮食的协议， 还囤积粮食， 散布禁

止和解放军做买卖的谣言， 造成物价大涨， “一个茶杯大的麦面馍 （要花） 两个银元”。 I7 在这种情况下， 青藏、 康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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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修通前， 驻藏人员所需粮食多经印度转道亚东， 运往拉萨、 日喀则等地， 仅 １９５２ 年经印度转口的大米就有 １２５０ 万千

克。① 就国际而言， 粮食缺乏， 军事后勤难以保障， 使得西藏解放遭到印度、 美英国家的横加干涉。 为阻挠西藏解放，
印度动作不断， 不仅实施 “前进政策”， 改组尼泊尔政府， 派遣军队进驻交通要道②； 还封锁边境， 提高进出口货物的

关税， 禁止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出口西藏， 迫使我国在领土主权问题上让步， 在 １９５０—１９６２ 年多次发起贸易管制和禁运，
给西藏贸易、 民众生活、 边防安全造成巨大威胁。③

二、 开垦荒地： 西藏和平解放初期粮食生产面积的增加

增加耕地面积是提高粮食总产量的直接方式。 针对西藏的特殊情况， 毛泽东提出 “生产与筑路并重” 和 “以生产粮

食解决给养为主” 的方针。④ 为此， 驻藏人民解放军在精打细算的同时， 组织生产建设师， 掀起大生产运动。 具言之，
为贯彻中央 “进军西藏， 不吃地方” 的政策， 人民解放军在拉萨、 日喀则、 江孜、 太昭等地开垦荒地、 发展生产。⑤
１９５１ 年 １１ 月， 张国华将军等带领广大官兵发起 “开荒生产运动”， 要求凡有生产条件的驻地都要组织生产， 积极开荒。
为此， 驻藏解放军抽调 ５０％到 ８０％的人力投入开荒生产， 使春播蔬菜、 粮食达到 ３０００ 多亩。⑥ 西藏军区还遵照中央提

出的 “开荒生产， 自力更生， 站住脚跟， 建设西藏， 保卫边防” 战略方针⑦， 召开生产节约会议， 发出 “向荒野进军，
向土地要粮， 向沙滩要菜” 的号召， 要求所有驻藏官兵每人必须开荒 ３ 亩， 即使修路人员也不例外。

在开荒生产热潮的鼓舞下， 从 １９５２ 年 ２ 月开始， 不到一年， 解放军开荒 １４，０００ 多亩， 收获粮食 １０ 万斤。⑧ 对此，
扎西次仁回忆称， 解放军努力 “在河边湿润而松软的地方” 开垦新地栽种粮食， 还到拉萨街收集人和狗的粪便当肥料，
他们的效率和干劲令人欣赏和佩服， 相比之下， 噶厦不仅 “毫无效率可言”， 还很腐败。⑨ 大生产中， 许多石头多、 缺

水严重、 一片接着一片的荒原， 被开辟成一块块适合种庄稼的园圃。 从 １９５１ 年冬到 １９５４ 年冬， 广大官兵垦荒 ６. １ 万多

亩， 收粮 ８５ 万多公斤。 I0 蔡公堂区的耕地面积 “增加了一半”， 还新修了水渠。 I 哲蚌寺周边的沙滩荒地被垦成良田，
喇嘛们禁不住称赞： “我们住在这里多少年了， 这片沙滩没有变样子， 你们解放军来了才一年多， 就把它变成良田了，
使我们更爱家乡了”。 I2 在类乌齐县， 军事代表处 ３ 年垦荒 ８０ 余亩， 产粮 １２００ 多斤。 I3 除恢复长期荒芜的土地外， 昌都

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还带领人们开辟新地， １９５２—１９５５ 年垦荒 ２５，１０７ 克。 I4 与之同时， 除拉萨 “七一农场” 外， 驻藏

解放军和工作人员还在林芝、 山南、 江孜、 日喀则等地规划农场， 农场数量从初期的 １ 个增加到 ９ 个。 I5 拉萨 “七一农

·３８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I0

 I 

 I2

 I3

 I4

 I5

西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西藏自治区志·粮食志》， 第 １０６ 页。
张皓： 《１９４９—１９５１ 年印度针对中国对尼泊尔实施的 “前进政策” 研究》， 《史林》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戴超武： 《印度对西藏地方的贸易管制和禁运与中国的反应和政策 （１９５０—１９６２）》 上、 下， 《中共党史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６、 ７ 期。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编： 《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中国藏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 第 ５４ 页。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 《和平解放西藏与执行协议的历史记录》 上，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 第 １７、 １５５—１５６ 页。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 《中国共产党西藏历史大事记： １９４９—２００４》 第 １ 卷，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

社， ２００５ 年， 第 ５２ 页。
陈明义等： 《一片丹心 光照高原———怀念谭冠三同志》， 《西藏党史通讯》 １９８６ 年第 ３ 期。
多杰才旦、 江村罗布主编： 《西藏经济简史》， 第 ２３１ 页。
扎西次仁口述： 《西藏是我家》， 杨和晋译，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 第 ３７ 页。
《当代中国》 丛书编辑部编： 《当代中国的西藏》 上， 第 ２０１ 页。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西藏的变迁》， 高全孝等译， 第 １６４ 页。
魏克： 《进军西藏日记》，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第 ３９５ 页。
西藏自治区政协文史民族宗教法制委员会编： 《西藏文史资料选辑》 第 ２４辑， 北京： 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 第 ２３７页。
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编： 《藏族社会历史调查》 ４， 第 ２７ 页。 “克” 为旧西藏的计量单位， 与现在的计

量单位 “克” （Ｇ） 不同。 西藏以青稞下种面积为计算土地单位， 下种一克的土地亦称 “克”， １ 克约等于 １. ６—１. ７
标准亩， 在一江两河流域等农业发达地区约接近标准亩， 在日喀则以西地区， １ 克 （即目前统计上使用的 １ 习惯亩）
最大可达到 １５ 标准亩。 另外， 旧西藏量制未完全统一， 克的容积不一， 一般以能容 ２８ 市斤 （１４ 千克） 青稞者为计

算标准； “克” 含 ２０ 赤 （也有写作 “升” “车” “批” 等）。 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编： 《藏族社会历史

调查》 １，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７ 年， 第 ４２ 页。
黄可： 《和平解放西藏重大事件实录》， 北京： 学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第 １５４ 页。



场” 的青稞种植面积从 １９５６ 年 １１９ 亩增至 １９５９ 年 ５００ 多亩， 小麦从 １９５６ 年 １１２ 亩增至 １９５９ 年 ５５０ 亩。① １９５２—１９５９
年， 仅 “八一农场” 就产粮 １７５ 万公斤。②

民主改革后， 西藏旧制度被废除， 人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 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 他们敢于打破旧习俗， 勇于

尝试。 噶尔昆萨、 当雄、 帕里、 巴青等地群众将荒地辟为粮田， 引水下山， 种出第一代青稞或荞麦。 过去主要为牧区的

噶尔昆萨， 民主改革中很多干部打破当地居民的顾虑， 带动藏族群众开展生产。③ 噶尔县的门士乡于 １９６１ 年开始试种青

稞并获得成功， 平均单产达 １２０. ５ 千克。④ 帕里全年最高温度 １６℃左右， 最低零下 ２０ 多度， 无霜期只有 ７０ 天左右， 当

地居民世代 “全靠背运、 帮零工和作小买卖维持生活”， 没有一户种地， 粮食 “向来依靠其他地方供应”。⑤ 平叛结束

后， 帕里人民在党和政府支持下开荒种粮， １９６０ 年 “开始小面积地试种青稞”， 收获 ５０００ 多斤粮食； 随后扩大耕地面

积， 收获粮食 ３９ 万多斤； 除试种青稞外， 还种植其他粮食作物， 人均粮食增至 ２００ 斤。⑥ 民主改革后， 察雅县烟多村农

民在协会带领下 “开垦出一百五十多克田地”， 种出第一代青稞和荞麦。⑦ 在平叛胜利后的亚东， 赴内地学习归来的年

轻人 “效法内地人民种了试验田”， 将噶厦和贵族占有的荒地开辟成农田。⑧ １９６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 中共中央发布 《关于西

藏工作方针的指示》， 指出要 “认真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 把农业提到首位， 大办农业， 大办粮食， 开展爱国

丰产运动”， “专区和县的干部用粮为数不多， 可以由当地解决。 机关部队要种地、 办农场， 争取粮食部分自给， 减少国

家远程运粮的困难， 并保证农民多存余粮”。⑨ 随着人民种粮积极性的提高， 西藏耕地面积不断增加 （如表 １）， 由 １９５２
年 ２４５ 万亩增至 １９６５ 年 ３０４. ２ 万亩。 粮食产量则由 １９５９ 年 １. ８ 亿公斤增至 １９６６ 年 ３. １５ 亿公斤， 增长 ７５％ ， 平均年增

长 ８. ３％ 。 I0 到 １９６５ 年， 西藏军区先后建起野马岗、 达孜、 拉孜、 浪卡子、 林芝、 桑伊、 米林、 雪巴、 察隅、 易贡、 米

林等军垦农场， 播种面积达 １４. ６ 万余亩， 产粮 ８９４ 万公斤， 农业总产值 ４７６ 万余元。 I 

表 １　 西藏历年末耕地面积变化表 （１９５２—１９６５ 年） 　 单位： 万亩

年份 １９５２ １９５６ １９５９ １９６０ １９６１ １９６２ １９６３ １９６４ １９６５

年末实有耕地 ２４５. ０ ２５０. ５ ２５１. ４ ２７７. ９ ２８３. ０ ２９１. １ ２９１. ７ ２９５. ４ ３０４. ２

水浇地 １３４. ８ １３７. ８ １４０. ８ １５７. ６ １６０. ９ １６５. ５ １６６. ３ １７０. ４ １７４. ３

　 　 　 　 资料来源： 西藏自治区统计局编： 《西藏统计年鉴》 １９９３，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１９９３ 年， 第 ２２９ 页。

三、 改进技术： 西藏和平解放初期粮食生产效率的提高

运用先进生产技术是提高粮食单产的重要方式。 长期以来， 西藏农业生产力落后， 生产工具原始。 以昌都地区为

例， 该地农业生产 “半数以上农具是木质”， 工具主要有犁 （以纯木质犁居多）、 木耙、 木勾等， 即便如此， 农具仍然

缺乏。 I2 为此， 驻藏解放军和机关单位努力引进新型生产工具， 改进耕作技术与方式， 发展水利灌溉和虫害防治等。 具

言之， 和平解放后， 驻藏解放军和工作人员积极组织铁匠加工生产锄头、 藏犁、 镰刀等工具， 鼓励群众采用新式步犁和

小型农具代替木犁、 木耙和木质的耒耜等落后工具。 党和人民政府也扶助藏族群众添购农具， 推动内地农具引入， 教藏

胞使用新式步犁， 甚至无偿借贷、 发放新式农具。 尤其青藏、 川藏公路修通后， 农具等运输更为便利， 汽车装载大量农

具机械、 种子、 肥料等入藏。 民主改革后， 新型农具大规模推广。 各级人民政府在民主改革中向农民发放 “包括有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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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犁等农具” 在内的大小农具 ９０ 万件。① 民主改革后向农牧民 “发放 ７０ 多万件铁制农具”。② 一些农场和居民还开始使

用拖拉机耕作。 随着新式工具的推广， 波密地区新式农具占有量由 １９５９ 年平均每户 １. ５ 件增至 １９６５ 年 ８ 件； 农村的原

始木犁等生产工具到 １９６５ 年 “基本被取代”， 耕作质量大大提高。③
除运用新农具外， 党和人民政府还推广先进农业技术， 帮助群众改进农业生产方式。 和平解放前， 西藏毁林开荒、

刀耕火种的原始耕作方式大量存在， “撂荒耕作制” “休闲耕作制” 等粗放型轮耕方式仍然流行。④ 面对这种情况， 驻藏

农业技术人员除引入内地耕作技术， 向藏族群众传授科学的农业生产管理经验外， 还指导驻地居民改革、 废除原始耕作

方式， 倡导深翻多耕、 积肥施肥和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 拉萨、 日喀则、 昌都的农业试验场工作人员经常帮助附近农民

“选择品种” “改进耕作技术”。⑤ 农业站人员还让藏族群众 “参观试验田”， 赠送新种子和秧苗， 向他们演示如何耕地，
怎样追肥浇水等。⑥ 为提高民众生产技术， 拉萨西城区于 １９５９ 年 １１ 月举办农业技术训练班， 培训农民农业技术， 教育

他们 “使用新式农具”， 介绍拉萨地区改良生产工具的经验， 组织他们参加冬季生产， 以达到 “学习生产双丰收”。⑦
为提高粮食产量， 党和人民政府领导藏族群众兴修水利， 扩大灌溉面积。 西藏多数地区降水少、 雨季短， 造成春旱

严重， 加之水资源分布不均， 灌溉事业发展缓慢， 民间经常发生 “夺水” 事件。 塔工区的鱼龙真村有 ６００ 多克肥沃土

地， 但缺水导致 “９４ 克种子的土地常年荒芜”， 下种常遭旱死， 每到春天， 农民为抢水打架， 械斗伤人之事 “不断发

生”， 甚至为此死人。⑧ 和平解放后， 西藏水利事业发展迅速， 民主改革时期， 根据 “自愿互助” 原则， 广大农村掀起

大搞农业生产的群众运动， 据统计， 自 １９５９ 年冬季到 １９６０ 年春季， 拉萨市等五个地区共修水渠 １０，４００ 条， 全长 ５０００
多公里， 还采用土法， 就地取材， 兴建 “１５００ 多个水库和水塘”， 极大增加了灌溉面积， 部分专区的灌溉面积达 ９０％以

上。⑨ 在水利条件好的河谷平原， 灌溉面积达 ８０％左右， 保证灌溉面积有 ６０％左右； 随着灌溉事业的发展， １９６１ 年西藏

有效灌溉面积增至 ７０％左右， 保证灌溉面积达 ４４％左右。 I0
党和人民还引进内地防虫除虫技术和粮食新品种。 西藏群众一向不除治害虫， 倘发生虫害， 则认为是 “天降灾难”，

解决办法往往是 “请喇嘛念经消灾” I ， 部分地区直到民主改革前后， 每遇蚜、 红蜘蛛、 金龟子、 小蝗虫等病虫害， 仍

“无力抵抗防护” I2， 极大限制了粮食产量提高。 和平解放后， 西藏开始使用敌百虫、 ＤＤＴ、 六六六粉等药物杀虫， 运用

人工捕捉、 灌水、 撒烟灰等方法防治， 使用磷化锌灭鼠。 为彻底消灭害虫， 拉萨等城镇周边农民大量使用药物， 初步改

变依靠 “喇嘛念经” 为庄稼保吉禳灾的思想， 减轻了病虫害。 为提高粮食产量， 西藏还引进、 试种、 推广新品种。 到

１９５９ 年， 从内地引入农作物 １９ 种、 ４５０ 多个品种， 个别地区筛选出青稞、 小麦、 豌豆、 马铃薯等作物的优良品种。 I3 截

止 １９６２ 年， 西藏大田作物已达 ３０ 余种、 ２９１８ 个品种， 其中冬春小麦 ７７４ 个， 青稞、 大麦 ７２６ 个， 其他杂粮 １６４ 个。 I4
粮食单产量有很大提高。 以冬小麦为例， １９５２—１９５４ 年拉萨农业试验场成功试种冬小麦， 又从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

所引进 ３００７、 丹麦一号、 丹麦二号等品种， 在拉萨、 山南、 林芝等地试种。 I5 后在海拔 ３９００ 米以下农区大面积栽培，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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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平均单产达 １７４ 千克， 高于全区粮食平均单产 １１. ４％ 。①

四、 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开展粮食生产的效应

荒地的开辟、 农业生产技术的改善， 促使西藏粮食总产和单产不断提高 （如表 ２）， 分别由 １９５２ 年的 １５５，３３５ 吨增

至 １９６５ 年的 ２９０，７２５ 吨， 从 １９５２ 年的 ８０. ３ 公斤 ／亩增至 １９６５ 年的 １０９. ６ 公斤 ／亩。 粮食生产能力的提升对西藏社会产生

了积极影响。

表 ２　 西藏个别年份粮食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

年份 １９５２ １９５６ １９５９ １９６０ １９６５

粮食总产量 （吨） １５５，３３５ １６７，８６９ １８２，９０５ ２０５，９３４ ２９０，７２５

粮食单产 （公斤 ／亩） ８０. ３ ８３. ５ ９１. ４ ９６. ５ １０９. ６

　 　 资料来源： 西藏自治区统计局编： 《西藏统计年鉴》 １９９３， 第 ２３８、 ２４３ 页； 西藏自治区统计局编： 《西藏统计年鉴》 １９９４，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１９９４ 年， 第 ２１１ 页。 注： 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数据是按播种面积计算。

首先， 西藏开展粮食生产减轻了内地粮食输入压力， 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军事供给， 巩固了西藏社会秩序和边防安

全。 和平解放前， 西藏粮食无法自给， 严重威胁边疆稳定、 国家安全。 和平解放后， 大量内地粮食运往西藏， 西藏粮食

紧张局势得到缓解， 但造成巨大的物资运输压力。 进军西藏期间， 西南军区采购 １. ４４ 万多头牦牛组成运输队， 组织人

员 “从昌都东面、 南面和东北面的兵站向昌都市区背运粮食数万斤”。② 昌都在 １９５０—１９５４ 年间 “运输物资 ３２１０ 万公

斤， 出动牲畜 ６. ６９ 万多头， 人力 １. ５６ 万多人”。③ 新疆向阿里运输粮食的压力也很大， 据估计， 运输和耗费比例约为

１∶ １０。④ 新藏公路修通之初， 新疆军区成立 “藏北运输指挥所”， 负责从桑珠向阿里运粮， 该所有 “２０００ 多峰骆驼，
１０００ 多匹毛骡， ５００ 多匹马， 还有一个汽车连， 每年的开支超过了一个国防师”。⑤

西藏粮食生产能力的提高， 实现了后勤的部分自给， 对于巩固边防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 １９６０—１９６５ 年西藏的粮食

销售情况看， 虽然内地粮数量仍然庞大， 但在粮食总量中比例不断下降， 由 １９６０ 年的 ３０％降低到 １９６５ 年的 ２３％ 。⑥ 位

于雅鲁藏布江和尼洋河交汇处的米林农场， 出产粮食多被运到其他地区， “供应整个西藏的部队和各单位的职工”。⑦

１９６２ 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中， 西藏各地支援前线糌粑 １１７ 万千克、 马料 ４. ８ 万千克。⑧ 拉萨运送物资 ２１３ 万余市斤， 加工

支前糌粑 ９７ 万斤⑨， 江孜支援糌粑 １２０００ 多斤。 I0 正因如此， 前线战士在 “内地粮食运不上的情况下， 仍可支持， 没有

饿肚子”。 I 另外， 为生产粮食安置退役军人和城镇青年， 既解决了就业问题， 稳定了边疆， 又为国防军事提供了支援。
对印反击战中， １８８６ 名西藏农垦工作人员组成 １４ 个建制连队参与东部战区战斗， １１４ 名人员立功受奖。 I2 可以说， 粮食

生产为人民解放军平定西藏上层贵族叛乱、 稳定秩序和打赢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维护边防做出了重要贡献。
其次， 西藏开展粮食生产扭转了粮食长期依靠进口的不利局面， 提升了西藏在边贸中的地位， 保障了边疆经济安

全。 和平解放前的西藏商贸带有 “半殖民地化” 色彩， 外商在进出口贸易中享有系列特权， 英国、 印度 “操纵西藏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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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贸易和对西藏原料的掠夺”。① 西藏粮食供应受到外国控制， 在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 和平解放后， 在 “精打细算、
生产自给” 政策的指导下， 驻藏解放军和工作人员扩大种植面积， 采用先进农业技术提高产量。 以日喀则农场为例，
１９５３年建立时可耕地仅 ３０ 余亩， 到 １９５９ 年增至 ５００ 余亩； 此外引进加拿大硬粒玉米、 乌克兰冬麦等新作物、 新品种。②

可耕地的增加、 粮食生产效率的提高， 保证了西藏居民的粮食供应。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前期成立的澎波、 林周两大国营农

场， 因拥有当地最好的生产设备， 生产的小麦、 青稞等 “可以供西藏全部人口吃两周”。③

粮食生产能力的增强， 提升了西藏人民在边贸中的地位。 据载， 和平解放后， 西藏工委组织运输面粉到阿里， 鼓励

开荒生产， 改善了当地粮食供应状况， 藏族群众在与周边国家的盐粮贸易中， 将盐粮比例提高到 “１ 升盐” 兑换 “６—７
升粮食”， 甚至更多。④ 受中印关系恶化影响， 双方曾围绕贸易开展 “走私与反走私、 控制与反控制” 斗争， 印度还利

用粮食优势， 采取切断边民粮源的做法扰乱阿里社会， 据称， 中印盐粮比价一度迅速由 “二比一、 三比一提高到五比

一”。⑤ 面对这种情况， 我方在较短时间内从新疆和西藏其他区域调入粮食投放市场， 使盐粮比价恢复到原来水平。 西

藏商贸逐渐摆脱外国控制， 边疆经济安全得以保障。
最后， 西藏开展粮食生产提高了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 西藏和平解放前， 粮食有限， 加之三大领主占有绝大部分生

产生活资料， 农奴主操纵粮食、 囤积居奇， 造成粮价 “时常暴涨”， 每逢青黄不接， 藏族群众只有求情送礼才能买到一

点并不好的粮食； 饮食结构上， 只有贵族才能吃到大米、 小麦， 广大藏族同胞温饱难以解决， 经常在 “死亡线上挣

扎”。⑥ 西藏城镇乞丐、 流民多不胜数， 严重影响到社会秩序。⑦

西藏和平解放后， 藏族群众的平均粮食占有量不断提升， 由 １９５２ 年 １３５. １ 公斤 ／人增至 １９６５ 年 ２１３. ９ 公斤 ／人。⑧ 多

数人吃上饱饭， “不少人家还存有余粮”， 一些 “乞丐乡” 变成 “幸福乡”。⑨ 新作物、 新品种的引入， 农技推广站的示

范、 推广， 扭转了西藏作物品种单一状况， 作物种类由和平解放前的 ９ 种增至 １９５９ 年的 １０００ 种左右。 I0 粮食种类的增

加， 推动了商品流通， 改善了藏族群众的生活。 拉孜居民开始将增加的粮食， 由水陆两路运销日喀则等城镇和牧区， 换

回需要的生活日用品， 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I 噶尔昆萨长期依靠畜牧产品、 食盐同周边地区交换粮食， 和平解放后， 随

着交通的改善、 粮食供应的增加， 居民粮食占有量有所提高， 丹增元旦一家用畜产品换了 ４００ 斤青稞和大麦， 加上当年

收获的粮食， 平均每人约有 ２００ 多斤。 I2 粮食供应的保障， 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 刺激了城镇人口增长 I3， 对于稳定

边疆发挥了关键作用。
综上所述， 西藏和平解放后， “开荒生产运动” 的推进和农奴制的废除， 激发了藏族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大量土地

得到开垦。 青藏、 川藏公路的修通， 西藏与内地的联系逐步加强， 种子、 新式农具、 肥料等源源不断输入， 先进农业生

产技术逐步推广， 农业生产力不断提高。 在上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 西藏粮食产量大幅提升， 为保障藏族群众的日

常生活， 改变当地在外贸中的不利地位， 巩固边防做出了重要贡献。

（责任编辑： 谢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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